
　 　 法律实证研究的兴起与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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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后ꎬ最早的法律实证研究受到共产党的调研传统影响ꎬ以描述法

律实践状况、提供立法和政策参考为依归ꎮ 后来的研究受法制现代化思潮影响ꎬ以农民的

法律意识、权利意识为研究内容ꎬ有较强的价值预设ꎬ因问题意识外在于实践而未形成学术

传统ꎮ 苏力的研究着眼微观场景反思法制现代化范式ꎬ诉诸事理阐释法理ꎬ从理论关切回

应现实ꎬ在学界掀起了一股浪潮ꎬ但因实践取向不彻底而未形成可传承的学术传统ꎮ 目前ꎬ
法律实证研究在回应法治实践需求中繁荣发展ꎬ问题意识更加广泛ꎬ研究视野更加开阔ꎬ方
法运用更加丰富ꎮ 同时ꎬ也出现了分化ꎬ在不同学科中分布不平衡ꎬ呈现出“法律实证研

究”与“法律经验研究”的分野ꎮ 在繁荣与分化的背后ꎬ法律实证研究面临总体性挑战ꎬ缺
乏宏大集中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ꎮ 因此ꎬ需要开拓多学科的理论视野ꎬ强化面向中国的

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ꎬ开展多层次学术共同体的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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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　 畴

法学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三类:价值分析、规范研究、实证研究ꎮ 价值分析处理“应
当”问题ꎬ往往从价值偏好出发对法律规范作出“好”、“坏”的判断ꎬ研究法律规范应当

如何ꎮ 规范研究关注法律规范本身ꎬ运用法律自身的原理ꎬ遵循逻辑和体系的要求ꎬ以
原则、规则、概念等要素制定、编纂和发展法律ꎬ以及通过适当的解释规则来阐释法律ꎮ
实证研究关注事实问题ꎬ研究“法律实践是什么”的问题ꎬ一般通过对法律现象的观察、
调查和实验ꎬ获取客观材料ꎬ归纳出法律现象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ꎮ

实证研究关注的重心不是法律规范本身ꎬ而是法律规范在社会中的实践ꎬ以及在社

会实践中所造就的诸多现象之间的关联ꎮ “实证”一词ꎬ意味着“形而下”ꎬ实证研究是

法律规范的“形而下”研究ꎮ “法律实证主义”是法学史上的一个流派ꎬ虽然名曰“实
证”ꎬ但与实证研究方法相距甚远ꎮ 因为“法律实证主义”之“实证”是相对于自然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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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ꎮ 在近代以前的西方法学传统中ꎬ世俗政权制定的法律ꎬ总是需要从自然法(或神

法)中寻找合法性依据ꎬ自然法构成了国家法律的“高级法”背景ꎮ① 法律实证主义之

“实证”ꎬ就是从自然法、神法中将目光放到了“形而下”的世俗国家政权制定的法律ꎮ
相对于国家制定的法律ꎬ法律规范背后的政治条件、社会结构、文化因素、实施过程、社
会效果等诸多方面ꎬ都是“形而下”的“实证”内容ꎬ属于法律实证研究的范畴ꎮ

法律实证研究关注制度外的事实问题ꎬ以法律实践及其治理问题为研究领域ꎮ 其

问题意识来源于法律实践ꎬ通过对法律现象的观察、调查和实验ꎬ获取客观材料ꎬ归纳出

法律现象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ꎮ 法律实证研究运用实证研究方法ꎬ探讨支撑法条背

后的社会历史根据ꎬ探讨制定法在中国的实际运作状况以及构成这些状况的诸多社会

条件ꎮ
在中国做实证研究天然具有正确性ꎬ原因有二ꎬ一是实证研究本来就比较契合中国

人实用主义的思维结构ꎬ二是契合共产党一贯的实践和主张ꎮ 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就吃

过教条主义的亏ꎬ因此一直强调调查研究ꎬ在掌握政权后也是如此ꎮ 在革命危难时期ꎬ
毛泽东就提出“没有调查ꎬ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ꎬ解决问题就像

‘一朝分娩’ꎮ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②等著名论断ꎮ 改革开放初期ꎬ邓小平就提出“我们

办事情ꎬ做工作ꎬ必须深入调查研究ꎬ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解决问题”ꎮ③ 改革开放以后ꎬ在
党和中央领导人大力倡导和亲自带领下ꎬ以调查研究为核心的社会调查传统得到了迅

速恢复和发扬ꎬ这些都为中国法律实证研究的兴起营造了良好的实践环境ꎮ
近年来ꎬ法律实证研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ꎬ一是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学术群体不断

壮大ꎬ二是基于法律实证研究的知识生产不断增多ꎬ三是法律实证研究的研究领域不断

拓展ꎬ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元ꎮ 从方法论的角度ꎬ法律实证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一是

历史实证研究ꎬ关注历史上的法律规范背后的立法依据、政治社会条件、影响因素等ꎬ其
中既有质性的分析ꎬ也有一些量性的分析ꎮ 二是现实问题的量性研究ꎬ这是典型的实证

研究ꎬ它用数据统计方法分析法律现象中的数量关系ꎬ包括规模、水平、结构比例、概率

分布、因素关联等ꎮ 三是现实问题的质性研究ꎬ通过对法律现象的参与观察ꎬ对当事人

和知情者的深度访谈ꎬ掌握大量的经验材料ꎬ了解当事人的生活经历ꎬ把握法律现象的

形成过程ꎬ探讨法律制度的实践背景、过程和效果ꎮ
目前ꎬ学者所说的法律实证研究ꎬ主要指代对当下现实问题的研究ꎮ 因此ꎬ本文所

指的法律实证研究ꎬ主要指第二和第三种研究ꎮ 从研究对象和材料的来源上ꎬ实证研

究ꎬ既包括基于实地调查获取材料的研究ꎬ也包括访谈、问卷、信息收集等各种方法获取

材料和数据基础上的研究ꎬ还包括运用年鉴资料、既有数据、新闻媒体素材等二手资料

所进行的研究ꎮ 从某种意义上讲ꎬ对司法案例的研究ꎬ也可以算实证研究ꎬ但由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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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有其专门的研究传统ꎬ因此本文不讨论案例研究ꎮ
知识需要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ꎬ也因此与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ꎮ 法律实证研究的

兴起与分化需要置于历史和社会进程中去考察ꎬ在社会变迁去理解知识生产ꎮ 在不同

历史时期ꎬ法律实证研究所面临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ꎮ 本文将以知识社会学为

视角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实证研究的学术史进行述评ꎬ对其领域分布、知识生产、
方法分野、理论脉络等进行梳理ꎬ分析其对法治事业的意义ꎬ并进行反思与展望ꎮ

二、兴　 起

其实ꎬ法律实证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存在ꎬ而且研究规模不算小ꎬ权威杂志发表

了不少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报告ꎮ④ 这些可以被视为第一波法律实证研究ꎬ它们以调查

法律现象或与法律有关的社会现象为主ꎬ反映法律实践的状况ꎬ研究报告中的描述和记

录以事实白描为主ꎬ也会有一些数据性描述ꎬ但一般限于简单的数量和分布统计ꎮ 这一

阶段的法律实证研究主要以描述社会事实ꎬ反映法律实践的状况ꎬ提供政策参考为研究

重心ꎬ问题意识是以政策和立法为导向的ꎮ 例如ꎬ１９７９ 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ꎬ
国家领导人提出民事立法ꎮ 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召开了“民法与经济法学

术座谈会”展开讨论ꎬ民事法律实证研究成果开始出现ꎮ⑤

第一波法律实证研究还没有进入理论解释的层次ꎬ更没有理论提炼意识ꎮ 可以说

这种研究属于政策研究ꎬ还不算开启了学术传统ꎬ它没有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关切ꎮ
改革开放初期ꎬ学者刚从禁锢中解放出来ꎬ学术传统尚处于中断状态ꎬ学术问题意识的

重建并不能马上到位ꎮ 由于在共产党的传统中ꎬ领导人一贯强调调查研究ꎬ因此调查研

究之风自然就进入了尚没有学术传统的法学研究之中ꎮ 尤其是ꎬ此时法律体系尚未建

立起来ꎬ整个国家面临巨大的立法任务ꎬ针对相应法律问题展开的调查既有现实需要ꎬ
也符合问题思考的一般逻辑ꎮ 例如ꎬ１９７９ 年北大法律系就组织了全国经济立法调查ꎮ⑥

这种立法和政策的调查研究ꎬ当时颇受领导支持ꎮ
第一波法律实证研究兴起之时ꎬ法律社会学在理论建设上已经开始有所作为ꎬ但其

成果尚未反映到法律实证研究之中ꎮ 早在 １９８１ 年ꎬ沈宗灵在与陈守一合作的«论法学

的范围和分科»一文中就提出ꎬ法律社会学着重研究法律制定后在社会中的实施ꎬ以及

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和效果等ꎮ⑦ 当时的青年学者季卫东、齐海滨在赵震江的指导和帮

助下ꎬ开展了一系列的法律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学术活动ꎮ⑧ 这一时期ꎬ西方法律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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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也不断被译介到中国ꎬ例如庞德的著作«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法律的任务»中译本

于 １９８４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ꎻ中国学者开始讨论西方学者的法律社会学思想ꎬ包括韦

伯、庞德、布莱克、塞尔兹尼克、罗杰􀅰科特瑞尔等ꎮ 但是ꎬ这一时期理论的引介和研究

似乎对法律实证研究并未产生影响ꎬ法律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走在两条不同的

轨道上ꎮ 在理论研究上积极活跃的学者沈宗灵、赵震江、张文显等都未进行过实证研

究ꎬ季卫东、齐海滨等青年学者虽然对实证研究有所关注ꎬ但并未身体力行地付诸实施ꎮ
１９９０ 年代初ꎬ法律实证研究迎来第二波ꎮ 第二波法律实证研究以农村田野调查为

基础ꎬ通过抽样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ꎬ对调查数据和访谈材料进行统计分析ꎬ展开对中

国农村法制状况和法律发展的讨论ꎮ 其中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可能是郑永流等人对湖北

农村法制的研究ꎬ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当代中国农村法律发展道路探索»«农民法律意

识与农村法律发展»两本著作中ꎬ⑨相关成果精华也在权威学术期刊上有所展示ꎮ􀃊􀁉􀁒 这

些实证研究的关注重心是中国农民的法律意识和中国农村的法律发展ꎮ 在那个时代ꎬ
法律发展体现为对法律手段在农村的运用及前景的判断ꎬ而这又与农民法律意识的实

际状况戚戚相关ꎮ 在论者心中ꎬ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关键ꎬ在于着力把握好“法律乡村

化”的主旨ꎬ通过制定、执行、宣传诸环节让法律植入农村社会ꎬ走进农民生活ꎮ
几乎与此同时ꎬ云南的张晓辉、徐中起及贵州的吴大华等对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行实

证研究ꎬ从习惯法来探讨法的起源、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等ꎬ试图

建构国家法律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般理论ꎮ􀃊􀁉􀁓 这些研究在西南地区产生了持续影

响ꎬ在部分高校中形成了民族法学学科ꎬ并成为法律人类学研究的部分早期源头ꎮ
第二波法律实证研究的另一代表性成果是夏勇等人的研究著作«走向权利的时

代»ꎮ􀃊􀁉􀁔 这项成果源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组织的“中国社会发展与公民权利保

护”研究课题ꎬ在夏勇、高鸿钧、张志铭、贺卫方等学者的主持下展开了大规模的田野调

查ꎬ在北京、吉林、河南、广东、贵州、甘肃等六省市发放了大量问卷ꎬ试图通过描述和解

释当代中国人权利的发展来把握中国社会和法治的发展ꎮ
第二波法律实证研究中ꎬ研究者一般秉持很强的价值预设ꎮ “法律意识” “走向权

利的时代”ꎬ从这些研究主题甚至就可以看出研究者的价值倾向ꎮ 他们试图从法律规范

出发展开对法治发展的探讨ꎬ期望法律制度能够推动社会和法治的发展ꎮ 也许正是因

此ꎬ与第一波法律实证研究中多有部门法学者不同ꎬ第二波法律实证研究几乎都是法学

理论学科的研究者ꎮ 在立法开始增多、司法适用问题日益凸显的 １９９０ 年代ꎬ也许法律

规范性问题更能吸引部门法学者ꎬ而部分法理学者的兴趣则被吸引到了中国法制发展

问题上来ꎮ 由于当时在整个理论界、政策部门、法学界ꎬ现代化范式如日中天ꎬ法理学者

５３１

法律实证研究的兴起与分化

⑨

􀃊􀁉􀁒
􀃊􀁉􀁓
􀃊􀁉􀁔

参见郑永流:«当代中国农村法律发展道路探索»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ꎻ郑永流等:«农民法律意识与农

村法律发展»ꎬ武汉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ꎮ
参见郑永流等:«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实变迁»ꎬ载«中国法学»１９９２ 年第 ６ 期ꎮ
参见徐中起、张锡盛、张晓辉:«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ꎬ云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ꎮ
参见夏勇主编: «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ꎮ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头脑中尽是法制现代化的理念ꎬ而农村属于“落后”的“异邦”、法制建设的薄弱之地ꎬ是
法制建设所需要改造的对象ꎮ 可以说ꎬ第二波法律实证研究是现代化理论范式下ꎬ法理

学者以实证方法对农村法制落后现状和权利意识萌芽的一次证成ꎮ
与第一波法律实证研究类似ꎬ第二波法律实证研究也未能延续下去ꎬ没有形成一种

学术传统ꎮ 这些学者后来也没有继续从事法律实证研究ꎬ郑永流转入了德国法哲学和

法社会学理论的研究ꎬ夏勇转入了中国民权哲学的研究ꎬ刘茂林则回到其宪法学研究的

老本行ꎮ 稍有例外的可能是高其才ꎬ一直耕耘在民间习惯法研究领域ꎬ􀃊􀁉􀁕其研究虽有平

面扩展ꎬ但理论上的纵深推进却不够ꎮ 第二波法律实证研究缺乏传承ꎬ它很大程度上只

是学者用来证实既有认识的工具ꎬ而非发现学术问题的工具ꎮ 实证研究的意义在于获

取更加详细的素材和数据ꎬ来展示农村法制状况ꎻ实证研究结论可能比既有认识更加细

致ꎬ但与既有认识并无大的出入ꎮ 这种实证研究ꎬ并不生产问题意识ꎬ这注定了其不可

持续性ꎮ 随着法学教育和研究日渐步入专业化轨道ꎬ法律学者从事社会调查日益“不经

济”ꎬ实地调查、抽样问卷调查等方法在法学院难免日渐衰落ꎮ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ꎬ此后

社会学界仍有人关注乡村法制问题ꎬ实地调查、抽样问卷的方法运用依旧主流ꎬ代表性

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成果ꎮ􀃊􀁉􀁖

三、浪　 潮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实证研究的历史中ꎬ苏力是一个掀起浪潮的人物ꎬ他在学

界掀起了有重要影响的一波浪潮ꎮ 苏力与第二波法律实证研究的郑永流、夏勇等人年

龄相仿ꎬ由于出国求学的经历而在那一代学人中略显特殊ꎬ他进入学界时间略晚ꎬ从事

法律实证研究也略晚ꎮ 他的研究在时段上属于第二波法律实证研究ꎬ但因其学术观点、
论述方式、广泛影响和争议而具有特殊性ꎮ 也许受到第二波法律实证研究视野的影响ꎬ
苏力刚回国时的研究也是关注乡村法制发展问题ꎮ 不过ꎬ苏力没有拘泥于当时“社会学

意味”更浓的实地调查和问卷方法ꎬ几乎是在“直觉”的基础上进行个案实证研究ꎮ
他对从资讯(电影和新闻报道)中获知的具体案件进行评析ꎬ然后从中引申出对宏

观问题的论述ꎬ如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ꎬ法律多元或纠纷解决方式多元ꎬ法律规避

等ꎮ􀃊􀁉􀁗 讨论并不限于具体问题ꎬ而是着眼于微观场景和社会关系ꎬ上升到一般性的法律

现象ꎬ从中讨论中国的法律体制、法律运行等ꎬ在经验基础上阐释法治实践ꎮ 不久ꎬ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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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高其才:«中国习惯法论»ꎬ湖南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ꎻ高其才:«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ꎬ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ꎻ高其才:«瑶族习惯法»ꎬ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ꎻ高其才:«多元司法———中国社会的纠纷解决方式及其变

革»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ꎻ高其才:«国家政权对瑶族的法律治理研究»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ꎻ高其才:
«习惯法的当代传承与弘扬———来自广西金秀的田野考察报告»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ꎮ
参见郭星华、陆益龙等:«法律与社会———社会学与法学的视角»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ꎮ
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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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基层派出法庭展开实地调研ꎬ在个案基础上开展对基层司法制度的研究ꎮ􀃊􀁉􀁘 他站在

一个很高的话语平台上讨论基层司法ꎬ将司法体系与乡土社会之间的知识紧张关系、司
法官僚体制的内部结构等纳入思考范围ꎬ并将基层司法置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这个二

十世纪以来的总体目标之中予以考量ꎮ 苏力的研究建构了这一领域的话语高峰ꎬ后来

的许多研究都在此平台上进行ꎮ 在苏力的带动下ꎬ出现了一批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实

证研究论文ꎬ由强世功、赵晓力、郑戈等人做出ꎬ这些作品散见于一些文集中ꎮ 􀃊􀁉􀁙

苏力的研究构成法律实证研究的“浪潮”ꎬ它有着特别的转折意义ꎮ 这种转折有着

巨大的影响ꎬ甚至在形塑法学学术的性格方面ꎬ也有着未被明确估量的巨大贡献ꎮ 苏力

的研究对法律社会学成为一门“显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ꎬ为法学甚至其它社会科

学学科的知识转型作出了贡献ꎬ推动了社会科学对乡村法制问题的广泛关注ꎮ 更为关

键的是ꎬ苏力的研究让法律实证研究变得在方法上可以学习ꎬ在学术上可能创新ꎬ从而

带动了许多模仿学习者ꎮ 从个案素材出发ꎬ运用理论进行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ꎬ似乎特

别适合法学学人关注社会ꎬ因为研究成本不高ꎬ法学学人可以从文艺作品、新闻资讯、社
会调查中低成本地获得个案ꎬ然后展开理论分析ꎮ 正因此ꎬ苏力是法律实证研究中的一

个关键性人物ꎮ 以下几个方面的转折意义ꎬ使得法律实证研究具有了理论吸引力ꎮ
第一ꎬ诉诸事理阐明法理ꎮ 苏力的研究与其同时代学者最大不同在于ꎬ从事理切入

讨论法理问题ꎬ而不是抽象的讲法理ꎮ􀃊􀁉􀁚 从事理讲法理ꎬ诉诸的是常情常理常识ꎬ讲述的

是生活经验ꎮ 读者很容易接受ꎬ也很容易被说服ꎮ 不过ꎬ这种说理方式看起来学理意味

不浓ꎬ因此一些人认为其不是法理ꎮ 法律和法学最早来自西方ꎬ源自对西方社会生活规

则的提炼和研究ꎬ建立在其上的理论必然也是以西方社会和西方法治为基础ꎮ 对于改

革开放不久的中国人而言ꎬ西方社会和西方法治毕竟是外来的ꎬ难免有隔膜感ꎬ因此理

解建基于西方社会和法治的法理就存在很大困难ꎮ 从而ꎬ法理给人的印象就是抽象的ꎬ
甚至是晦涩难懂的ꎮ 这背后的原因ꎬ不是因为法理本身晦涩难懂ꎬ而是法理因与中国人

的生活隔膜而难懂ꎮ 苏力的研究ꎬ从常情常理出发ꎬ将法治实践置于具体生活中予以省

思ꎬ将法治还原成生活经验ꎬ让法律人从社会生活去理解法治、接受法理ꎮ
第二ꎬ灵活运用社会科学理论ꎮ 与当时的法律实证研究学者相比ꎬ苏力对社会科学

理论(包括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社会生物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运用都更有广度和深度ꎮ
从 １９８０ 年代开始ꎬ法理学者就开始学习、译介、研析西方社会科学理论ꎬ１９９０ 年代达到

了一个高峰ꎮ 例如ꎬ当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引进的“当代法学名著译丛”系列作品ꎬ由
在日本留学的季卫东组织编译ꎮ 这套译丛为早期中国法律实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

资源积累ꎮ 学界学习理论热情虽高ꎬ但结合理论有力分析中国法治实践的实例ꎬ却还比

较缺乏ꎮ 虽然夏勇等人在分析中国公民权利意识问题时ꎬ也运用了权利理论、现代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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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苏力:«送法下乡»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ꎮ
参见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村社会的公正、秩序与权威»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ꎻ强世功:«法制与治理»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ꎻ赵晓力:«通过合同的治理»ꎬ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陈柏峰:«事理、法理与社科法学»ꎬ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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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与社会理论等ꎬ但其运用主要体现在研究框架上ꎬ与对经验现象的解释结合得

并不紧密ꎮ 相比而言ꎬ苏力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运用ꎬ就非常娴熟ꎮ 他在田野中研究基层

法院的司法实践ꎬ将“送法下乡”的日常司法现象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联系起来ꎬ
运用国家与社会理论、民族国家理论ꎬ几乎自然而然、了无痕迹ꎮ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送法下乡»两本著作ꎬ对格尔茨、福柯、韦伯、吉登斯等西方社会理论的运用、变用随处

可见ꎮ 强世功、赵晓力、郑戈等人的作品也呈现出类似特征ꎮ
第三ꎬ从理论关切回应现实ꎮ １９９０ 年代ꎬ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

设ꎬ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大目标ꎬ法制现代化的思潮一路高歌猛进ꎬ如何

实现“法制现代化”是法学家讨论的话题ꎮ 在此背景下ꎬ苏力却通过实证研究反思法制

现代化ꎬ反思现代性的法学话语ꎬ并反思作为其基础的法律移植ꎮ 苏力的这一问题意识

来源于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ꎬ眼光放在时代的最前沿ꎬ是高度回应现实的ꎮ 而且ꎬ他
从微观视角着眼ꎬ关注人的基本生存境况ꎬ例如秋菊ꎬ例如村子里被强奸的女性ꎮ 同时ꎬ
苏力对现实的回应ꎬ不是政治或政策式的ꎬ而有深厚的理论关切ꎮ 苏力看到了以西方法

治为理想模型的中国建构主义法治实践的种种悖谬之处ꎬ提出要重视“本土资源”ꎬ力求

“语境化理解任何一种相对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规则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ꎮ􀃊􀁉􀁛 “本
土资源论”是当时苏力对中国法制发展道路的理论回应ꎮ

苏力的研究ꎬ是在法学界掀起的一波浪潮ꎬ有很大学术影响ꎬ也备受争议ꎮ 由于他

眼光向下ꎬ提出要重视“本土资源”ꎬ对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法制现代化范式有所反思ꎮ 学

界因此对苏力产生了很多误解ꎬ也给了他不少“帽子”ꎬ如“反法治”、“保守主义”等ꎮ􀃊􀁊􀁒

苏力似乎以一种被“主流”重视的方式成了法学“非主流”学者ꎮ
在学术上ꎬ苏力的研究也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ꎮ 第一ꎬ实践取向不够彻底ꎮ 苏力有

超凡的理论想象力ꎬ在面对实证材料时容易一触即跳ꎬ反而容易让理论遮蔽实践逻辑ꎬ
从而使得其实践取向不够彻底ꎬ影响其社会调研的深入性ꎮ 例如ꎬ在“依法收贷案”的分

析中ꎬ简单介绍完案例后ꎬ苏力即指出ꎬ司法下乡是为了保证或促使包括法律力量的国

家权力向农村有效渗透和控制ꎬ遵循的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逻辑ꎮ 其判断基础是ꎬ案
件发生地在靠近沙漠的陕北农村ꎬ是“法律不入之地”ꎬ因为当地政府上午十点半以后就

找不到人了ꎬ当地欠贷不还的情况比较普遍ꎮ􀃊􀁊􀁓 但实际上ꎬ在那个年代的乡镇政府ꎬ上午

十点半找不到人很正常ꎬ因为工作人员早上上班时碰头后ꎬ都下乡忙各种事情去了ꎮ 对

于此类问题ꎬ侯猛已有所批评ꎮ􀃊􀁊􀁔 不过苏力仍然回应强调实证研究的想象力ꎮ􀃊􀁊􀁕 在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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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苏力:«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与方法»ꎬ载«中外法学»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谢晖:«法治保守主义思潮评析»ꎬ载«法学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６ 期ꎻ刘大生:«从“本土资源”到“本土法治”»ꎬ载«山
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ꎮ
参见前引􀃊􀁉􀁘ꎬ 苏力书ꎬ第 ２８￣４３ 页ꎮ
参见侯猛:«社科法学的跨界格局与实证前景»ꎬ载«法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ꎮ
参见苏力:«好的研究与实证研究»ꎬ载«法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ꎻ苏力:«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ꎬ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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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ꎬ想象力当然重要ꎬ但如果社会调研不深入ꎬ就可能使理论的想象力走偏ꎮ
第二ꎬ未能形成可传承的学术传统ꎮ 实践取向并不彻底ꎬ使苏力的研究带有很高的

个人特性ꎬ从而使这种法律实证研究的可传承性有所折扣ꎮ 在«送法下乡»之后ꎬ苏力基

本上离开了法律实证研究领域ꎬ转向社会热点案件的分析研究(当然这是另一种实证研

究)ꎬ以及法律与文学、中国古代宪制研究ꎮ 当年受其影响的强世功、赵晓力、郑戈等人

也无一在此领域坚持ꎮ 甚至苏力的学生ꎬ也只有个别从事法律实证研究ꎮ 这背后有各

种原因ꎬ其中之一可归因于不彻底的实践导向及消费理论的倾向ꎬ这使得苏力的研究论

域不稳定ꎮ 尤其是“消费”理论的浓厚倾向ꎬ导致在具体问题上的可持续性受到限制ꎮ
他们关于乡村法制问题的论文ꎬ高度依赖福柯、格尔茨等人的理论ꎬ这与当时社会学界

的乡村研究同属于一个学术共同体ꎮ􀃊􀁊􀁖 应该说ꎬ对福柯理论的“消费”本身是很成功的ꎮ
随着苏力学术兴趣延伸至其他领域ꎬ核心成员转向研究其他主题ꎬ法律社会学的“北大

学派”未能得到维系ꎬ这一时期的法律实证研究传统未能传承下去ꎮ􀃊􀁊􀁗 这种研究未能使

后来学人找到容易直接学习的方法论ꎬ不足以支撑乡村法制的实证研究成为长久的学

术传统ꎮ 学术传统的塑造需要一代代学者的研究脉络传承ꎬ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和成

熟的研究方法ꎮ 遗憾的是ꎬ苏力并未将法律实证研究带到这个高度ꎮ

四、发　 展

尽管留有遗憾ꎬ苏力的研究仍然极为重要ꎬ形塑了后来法律实证研究的风格ꎬ也对

法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法学研究越来越多地从微观上关注法治实践ꎬ从不同角度

回应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问题ꎬ“不满足于对法条、概念的解释ꎬ试图探讨支撑法条背

后的社会历史根据ꎬ探讨制定法在中国社会中实际运作的状况以及其构成这些状况的

诸多社会条件”ꎮ􀃊􀁊􀁘 虽然苏力和最早受其影响的学者逐渐退出法律实证研究领域ꎬ但是

全国各地年轻学者受其感召不断加入这一领域ꎬ并汇集成更为宽阔的潮流ꎮ
首先是苏力的学生以及在北京大学学习的学生ꎮ 贺欣最早从事过基层执法的研

究ꎬ对北京工商户经营执照中“法律合谋”及北京市政府管理“浙江村”问题进行了实地

调查研究ꎻ􀃊􀁊􀁙后来又对法院内的各种现实问题展开实证研究ꎬ至今仍在此领域耕耘ꎮ􀃊􀁊􀁚

侯猛最早曾对最高法院规制经济问题展开实证研究ꎬ􀃊􀁊􀁛后来又实地调查研究最高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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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社会学界的研究论文ꎬ参见«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ꎬ鹭江出版社 ２０００ 版ꎮ
参见刘思达、侯猛、陈柏峰:«社科法学三人谈:国际视野与本土经验»ꎬ载«交大法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ꎮ
苏力:«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ꎬ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ꎮ
参见贺欣:«在法律的边缘———部分外地来京工商户经营执照中的“法律合谋”»ꎬ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ꎻ
Ｈｅ Ｘｉｎꎬ Ｗｈｙ Ｄｏ Ｔｈｅｙ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ｗ?ꎬ ３９(３)Ｌａｗ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５２７￣５６２(２０１５)ꎻ Ｈｅ Ｘｉｎꎬ Ｓｐｏｒａｄｉｃ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ａｓ ａ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１７(１)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Ｌａｗꎬ １２１ꎬ１２１￣１４５(２００３) .
仅举一例ꎬ参见贺欣:«合同执行的变化———来自西部某区法院的经验研究»ꎬ«法律和社会科学» (第 １２ 卷)ꎬ法律出

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第 １３０￣１５２ 页ꎮ
参见侯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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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涉诉信访问题ꎬ􀃊􀁋􀁒还对全国法学院、法学期刊、法学学者的声名展开实证研究ꎮ􀃊􀁋􀁓 艾

佳慧则对法院管理开展了系列研究ꎮ􀃊􀁋􀁔 刘思达对中国法律服务市场进行了深入调查ꎬ对
其竞争与规范相关问题进行分析ꎮ􀃊􀁋􀁕 汪庆华在山东等地实证调查的基础上ꎬ对中国行政

诉讼的制度功能、经验逻辑和实践效果展开追问ꎮ􀃊􀁋􀁖 这些研究的田野调查都是各自独立

完成的ꎬ并未受到苏力直接的田野指导ꎬ虽然在分析方法上可能受其影响ꎮ
其次ꎬ在北京大学之外ꎬ有不少学者自发进行实证研究ꎮ 徐昕从华南城市的“收债”

个案调查切入ꎬ对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私力救济问题展开分析ꎮ􀃊􀁋􀁗 喻中在田野调查的

基础上ꎬ在现代都市与传统乡村、政治中国与市井社会的空间对比中ꎬ解析了当代中国

乡村司法的实态ꎮ􀃊􀁋􀁘 王启梁运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ꎬ围绕秩序是如

何形成的问题ꎬ透视了法律与多元社会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ꎮ􀃊􀁋􀁙 陈柏峰则在华中村治传

统下ꎬ对乡村“混混”、乡村司法、地权制度、信访、传媒法治等多种基层法治问题进行了

深入研究ꎮ􀃊􀁋􀁚 这些学者因为各种机缘和考虑走上法律实证研究的道路ꎬ或多或少受到了

苏力的影响和启发ꎮ 他们中有的人做完一项研究后学术兴趣就发生了转移ꎬ如徐昕、喻
中ꎻ有的则延续至今ꎬ如王启梁、陈柏峰ꎮ

谢晖多年来所推动的“民间法”研究ꎬ也是法律实证研究发展潮流中的一支ꎮ 在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ꎬ苏力用“民间法”来反思法制建设的“现代化方案”ꎬ从而涉及

外来法与本土资源、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复杂关系ꎮ 受此启发ꎬ很多学者进一步推进了

“民间法”研究ꎮ 谢晖教授一直主持«民间法»年刊ꎬ至今已出版 １８ 卷ꎻ在«山东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甘肃政法学院学报»等开辟“民间法”研究专栏ꎻ还主编了一套

“民间法文丛”􀃊􀁋􀁛ꎬ其中多篇是他所指导的博士论文ꎮ
此外ꎬ人类学、社会学领域也有一些从事法律实证研究的学者ꎬ例如朱晓阳、赵旭

东、嘉日姆几等ꎮ 他们的研究总体上聚焦于纠纷或社会控制ꎬ对具体的部门法问题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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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侯猛:«最高法院访民的心态与表达»ꎬ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ꎻ侯猛:«进京接访的政法调控»ꎬ载«法学»
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侯猛:«进京上访的社会管理»ꎬ载«法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ꎮ
参见侯猛:«ＣＳＳＣＩ 法学期刊:谁更有知识影响力?»ꎬ载«北大法律评论»(第 １０ 卷第 ２ 辑)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版ꎬ第 ５４６￣５６２ 页ꎻ侯猛:«精英法学院的形成与转型:个案研究»ꎬ载«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４ 年第 ９ 期ꎻ侯猛:«中国法学的

实力格局———以青年学者的引证情况为分析文本»ꎬ载«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仅列一篇文章ꎬ参见艾佳慧:«中国法院绩效考评制度研究»ꎬ载«法制和社会发展»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ꎮ
参见刘思达:«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ꎬ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１１ 年版ꎮ
参见汪庆华:«政治中的司法:中国行政诉讼的法律社会学考察»ꎬ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ꎮ
参见徐昕:«论私力救济»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ꎮ
参见喻中:«乡土中国的司法图景»ꎬ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ꎮ
参见王启梁:«迈向深嵌在社会与文化中的法律»ꎬ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ꎮ
参见陈柏峰:«乡村江湖»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ꎻ陈柏峰:«乡村司法»ꎬ陕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ꎻ陈柏

峰:«传媒监督的法治»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ꎮ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开始出版ꎮ 包括王新生的«习惯性规范研究»、魏治勋的«民间法思维»、厉尽国的«法治

视野中的习惯法»、贾焕银的«民间规范的司法运用»、龙大轩的«乡土秩序与民间法律:羌族习惯法探析»、徐晓光的

«原生的法: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的法人类学调查»、尚海涛的«当代中国乡村社会中的习惯法»、淡乐蓉的«藏族“赔
命价”习惯法研究»、陈文华的«民间规则在民事纠纷解决中的适用»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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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足ꎮ􀃊􀁌􀁒 其中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和视野对法学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影响ꎮ 另外ꎬ社会

学的法律社会学研究者郭星华、黄家亮等还积极推动与法学界的学术对话ꎮ
这些多少有些“个体户”式的研究ꎬ在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分析思路上ꎬ更多受制于

每个人的知识积累和学术视野ꎮ 例如ꎬ“民间法”研究中有不少学者ꎬ从概念上梳理民间

法ꎬ或从经验中寻找民间法ꎬ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理论框架实体化ꎬ不能不说是一个

误区ꎮ 殊不知ꎬ当代中国农村早已不具备均质性ꎬ大多并不存在实体性的民间法ꎮ 当

然ꎬ很多学者所在的地域和学术团体的影响不可忽略ꎮ 例如ꎬ王启梁身处云南ꎬ属于多

民族边疆地区ꎬ对边疆社会秩序问题较为敏感ꎬ在研究方法上也受到民族学、人类学的

影响ꎮ 陈柏峰身处武汉ꎬ师出华中乡土派ꎬ其研究旨趣、田野、方法等都属于华中村治研

究ꎬ􀃊􀁌􀁓在乡村治理研究传统中开拓基层法治研究ꎮ
学术发展从来不是单线的ꎮ 苏力之后的很多学者从事法律实证研究ꎬ或多或少受

到了苏力的影响ꎬ但都并非苏力研究的自然延续ꎬ各自的研究有着自身独特的问题意识

和发展路向ꎮ 同时ꎬ还有许多法律实证研究并未受 １９９０ 年代苏力浪潮影响ꎬ典型的就

是法律问题的定量研究ꎮ
最早从事法律定量研究的是北京大学白建军教授ꎬ他从 １９９０ 年代就开始对刑事法

领域的犯罪、刑罚、死刑等问题展开定量研究ꎬ并一直延续至今ꎮ ２００４ 年ꎬ白建军出版了

也许是中国第一本的法律定量研究著作«罪刑均衡实证研究»ꎮ 该书以“罪刑关系具有

均衡性”为理论假设ꎬ以全部法定犯罪和“法意案例数据库”中全部抢劫罪案例为样本ꎬ
提出理论假设并加以检验的大规模(立法全样本、司法大样本)实证研究ꎮ􀃊􀁌􀁔 在持续进

行多年实证研究后ꎬ白建军出版了法律定量研究的方法论著作ꎮ􀃊􀁌􀁕

法律定量研究运用最为广泛的是在诉讼法学界ꎬ有大量关于诉讼程序、非诉程序的

实证研究成果发表ꎮ 左卫民自 ２００４ 年开始带领团队ꎬ用定量方法分析刑事诉讼各个环

节的法律问题ꎬ􀃊􀁌􀁖及司法改革中的重大问题ꎮ􀃊􀁌􀁗 差不多与此同时ꎬ王亚新也开始带领团

队对民事诉讼进行实证研究ꎬ关注法律程序的实际运作ꎬ分析程序运作的主体、影响程

序运作的资源获取等ꎮ􀃊􀁌􀁘 不过ꎬ完成此项研究后ꎬ王亚新就转入了解释学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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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１９３１￣１９９７)»ꎬ天津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ꎻ朱晓阳:«面向“法律的语言混乱”»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ꎻ朱晓阳:«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２００３￣２００９)»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ꎻ朱晓阳:
«地势与政治»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ꎻ赵旭东:«法律与文化»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ꎻ赵旭东:«权利

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ꎬ天津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ꎻ嘉日姆几:«尊严ꎬ利益? ———云南小凉

山彝汉纠纷解决方式的人类学研究»ꎬ云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ꎮ
参见陈柏峰:«华中村治研究:问题与方法»ꎬ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ꎮ
参见白建军:«罪刑均衡实证研究»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ꎮ
参见白建军:«法律实证研究方法»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ꎮ
２００９ 年至今ꎬ左卫民、马静华、郭松等人以 “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的相同主书名(不同的副书名)ꎬ在法

律出版社连续出版了至少六本著作ꎮ
参见左卫民等:«中国基层法院法官任用机制研究»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ꎻ左卫民等:«中国基层司法财政变迁

实证研究(１９４９￣２００８)»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ꎮ
参见王亚新等:«法律程序运作的实证分析»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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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东及其学术团队ꎬ２００２ 年就开始进行实地调研和实证研究ꎬ并一直延续ꎮ􀃊􀁌􀁙 到

２００８ 年开创了实验研究方法ꎬ通过与检察院合作开展了“羁押场所巡视制度”试点ꎬ设
置实验组与对比组案件ꎬ采取观察、调取司法统计数字、问卷、个别访谈、阅卷等多种方

法开展研究ꎮ􀃊􀁌􀁚 他还用实验方法研究了量刑问题ꎮ􀃊􀁌􀁛 李奋飞通过模拟实验的方法ꎬ研究

由公众意见主导形成的舆论场对轰动案件中的司法自洽性产生的影响ꎮ􀃊􀁍􀁒 这种实验性

的实证研究方法ꎬ在学术和实务中都产生了积极反馈ꎮ
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ꎬ民法学的陈小君团队开始用实证方法研究农村土地权利问题ꎬ以

及相关的政府、集体和农民三者的关系ꎮ􀃊􀁍􀁓 后来又从田野经验延伸到土地权利体系构

建ꎬ􀃊􀁍􀁔以及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法律保障研究ꎮ􀃊􀁍􀁕 这些研究对于长期关注法律规范

重于法律实践的民法学界ꎬ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的法律发展、法治评估给定量的法律实证研究带来了新的增

长点ꎮ 朱景文及其学术团队自 ２００７ 年开始发布«中国法律发展报告»ꎬ至今已出版 ８
卷ꎮ 在运用其中数据的基础上ꎬ朱景文对法律发展和法治评估中的重要问题展开学术

研究ꎮ􀃊􀁍􀁖 彭小龙也运用这些数据ꎬ对人民陪审制度的历史实践进行实证研究ꎮ􀃊􀁍􀁗 钱弘道

团队自 ２００８ 年起开始关注法治评估问题ꎬ设计了余杭法治评估指标体系ꎬ并用社会调

查、量化分析方法ꎬ探索法治实践规律ꎬ观测法治方案效果ꎮ􀃊􀁍􀁘 “余杭法治实验”逐渐扩

展为“法治浙江”实践ꎬ它建立在法治指数、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等一系列

法治实验的基础上ꎮ 钱弘道基于此自称已经孕育出了一个“中国法治实践学派”ꎮ􀃊􀁍􀁙

２０１０ 年之后出现的法律认知科学研究ꎬ产出了一批成果ꎬ也给法律实证研究带来了

新视野ꎮ􀃊􀁍􀁚 由于法律需要通过人来实施ꎬ人的所思所想就会影响到法律的运行ꎬ从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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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卫东:«人大刑事诉讼法学的特色与贡献»ꎬ载«法学家»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ꎮ
参见陈卫东:«羁押场所巡视制度研究报告»ꎬ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ꎮ
参见陈卫东、程雷:«隔离式量刑程序实验研究报告»ꎬ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ꎮ
参见李奋飞:«舆论场内的司法自洽性研究:以李昌奎案的模拟实验分析为介质»ꎬ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陈小君等:«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田野调查解读»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ꎮ
参见陈小君等:«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体系构建:田野、实证与法理»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ꎻ高飞:«集体土地所有

权主体制度研究»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ꎻ耿卓:«传承与革新:我国地役权的现代发展»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版ꎮ
参见陈小君等:«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法律制度研究»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ꎮ
参见朱景文:«中国诉讼分流的数据分析»ꎬ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ꎻ朱景文:«论法治评估的类型化»ꎬ载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ꎮ
参见彭小龙:«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复苏与实践:１９９８￣２０１０»ꎬ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钱弘道:«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ꎮ
参见钱弘道:«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基本精神»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ꎮ
参见李学尧、葛岩、何俊涛、秦裕林:«认知流畅度对司法裁判的影响»ꎬ载«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ꎻ葛岩、秦
裕林、林喜芬:«为什么自愿守法———自动化社会行为发生机制研究»ꎬ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 １４ 卷第 １ 辑)ꎬ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第 １ ~ ２９ 页ꎻ刘庄、冯时:«法律教育与法律决策的内在一致性———基于实验的研究»ꎬ载«法律和

社会科学»(第 １２ 卷)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第 ４８ ~ ７１ 页ꎻ吴旭阳:«陪审团模式之行为实验比较研究»ꎬ载«学术月

刊»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ꎻ吴旭阳:«从演化博弈看“司法裁判”的本质和完善———行为策略实验的视角»ꎬ载«自然辩证法通

讯»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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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法律认知科学观察、审视的对象ꎮ 法律认知科学一般通过实验方法开展研究ꎬ在法律

的人性基础、法律认知与判断、司法证据等多方面为法学研究带来新知识ꎬ􀃊􀁍􀁛以温和的科

学主义方式ꎬ重申法律实践的规约性特征和法律价值的科学基础ꎮ􀃊􀁎􀁒

五、分　 化

目前ꎬ法律实证研究呈现出多元的格局ꎬ定性与定量研究并存ꎬ各自都有着巨大的

发展空间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ꎮ 与苏力浪潮及其之前相比ꎬ法律实证研究问题意识

变得多元ꎬ研究视野更加开阔ꎬ研究方法的运用更加丰富ꎮ 研究者开始进入具体的法律

制度领域ꎬ研究视角从宏观的理论话语转向具体法律运作的制度逻辑和经验处境ꎮ 这

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ꎬ法治建设有了各种需求、暴露出各种问题密切相关ꎮ 这些需求和

问题为法律实证研究带来丰富的素材ꎬ各种法治的公共议题亟需实证研究予以关注ꎮ
实证研究成为分析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的重要视角ꎬ乃至于某种程度上成为学界的一

种趋势ꎮ 法律实证研究在回应这些时代问题中发展前行ꎮ
不过ꎬ法律实证研究在学科间呈现出不均衡性ꎮ 在传统法律部门中ꎬ法律实证研究

成果最集中的是诉讼法学领域ꎮ 原因也许是学科知识体系化、专业化程度的差异ꎮ 诉

讼法学学科教义化程度比民法、刑法等部门法要弱ꎬ学科知识的实践性更强ꎬ诉讼法学

研究针对的是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ꎮ 法律实证研究强调亲历性或经验性ꎬ运用访谈、
实验、问卷调查、量化分析等方法更容易发现“行动中的法”与“文本中的法”之间的差

距ꎮ 而且ꎬ诉讼法领域中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都已进入实证研究队伍ꎬ这也促进了诉讼

法研究范式的转型ꎮ􀃊􀁎􀁓 而司法改革、行政执法、土地问题ꎬ具有学科交叉的特点ꎬ很难说

属于哪个学科ꎬ本身就是问题导向的ꎬ既涉及到对现实情况的了解ꎬ又更多依赖法学之

外的社会科学知识ꎬ交叉学科和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ꎮ 另外ꎬ在一些新兴的学

科如金融法、证券法、网络法等领域ꎬ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也越来越普遍ꎮ
２０１３ 年底ꎬ以«法律和社会科学»编委和作者群为依托ꎬ具有学术共同体意义的“社

科法学连线”成立ꎮ 来自国内数十所高校的中青年教师参与这一学术共同体ꎬ同时与国

外的中国法律社会问题研究学者维持着常态联系ꎮ 在“社科法学连线”的整合和推动

下ꎬ青年学者们轮流承办年会ꎬ轮流执行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杂志ꎬ出版“社科法学

系列读本”ꎬ举办“社科法学系列对话”“社科法学连线系列讲坛”ꎮ “社科法学连线”整
合和推动的活动ꎬ可以称为一场社科法学运动ꎬ发起者试图建立“无形的学院”ꎬ推动不

同知识背景的法律社会学者、法律经济学者、法律人类学者ꎬ以及其他跨领域学者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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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葛岩:«法学研究与认知—行为科学»ꎬ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ꎮ
参见王凌皞:«走向认知科学的法学研究»ꎬ载«法学家»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参见宋英辉:«实证方法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之影响»ꎬ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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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对话ꎬ􀃊􀁎􀁔并与法教义学、部门法学者进行学术对话ꎮ 参与“社科法学连线”的多数学者

都从事法律实证研究ꎬ其中最积极的参与者如侯猛、王启梁、尤陈俊、陈柏峰等ꎬ主要从

事基于田野调查的质性研究ꎮ
“社科法学运动”本意在于推动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和法学问题ꎬ法

律实证研究所运用的方法ꎬ当然属于社会科学方法ꎬ理应属于社科法学的范畴ꎮ􀃊􀁎􀁕 然而ꎬ
左卫民指出ꎬ法律实证研究是一种基于数据的研究ꎬ在研究对象选取、数据运用、法律现

象阐释等方面已显著不同于社科法学ꎮ􀃊􀁎􀁖 他认为ꎬ未来中国的法律实证研究ꎬ应当利用

定量的比较优势ꎬ挖掘并利用各种数据ꎬ改变目前以描述性统计为主的现状ꎬ走出一条

量化程度和规范化程度更高的实证研究路径ꎮ 左卫民如此强调区分他所从事的定量的

法律实证研究与社科法学的区别ꎬ一个原因可能是ꎬ社科法学运动中的最积极的参与者

主要从事质性研究ꎬ从事量性研究的参与者处于边缘地位ꎮ
左卫民在定量研究意义上使用“法律实证研究”这一概念ꎬ这与通常的用法似乎有

所冲突ꎮ 也许对法律实证研究中的质性研究和量性研究加以区分ꎮ 我曾对法律经验研

究和法律实证研究加以区分ꎬ将对法律问题的定量实证分析称为法律实证研究ꎬ将对法

律问题田野调查基础上的质性研究称为法律经验研究ꎬ后者特别强调对研究对象的质

性把握ꎬ甚至要求进入研究对象的精神世界ꎬ强调研究者的经验质感ꎮ􀃊􀁎􀁗 当然ꎬ两者的区

分并不绝对ꎬ不排除两种方法的结合使用ꎮ􀃊􀁎􀁘 这样一来ꎬ广义的法律实证研究ꎬ包括狭义

的法律实证研究和法律经验研究ꎮ 需要提及的是ꎬ法律经验研究与法律实证研究所对

应的英语词汇都是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ꎮ
法律实证研究和法律经验研究的分化ꎬ源自当下法律实证研究与社科法学运动主

流的分化ꎬ其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长久以来的质性与量性研究的区隔ꎮ 一般来说ꎬ
狭义上的法律实证研究一直受自然科学的思维逻辑和研究进路影响ꎬ􀃊􀁎􀁙以“主客二分”
的二元思维为基础ꎬ以物理学为模范ꎬ主张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客观的、可观察

的经验事实ꎬ将研究任务定位为发现跨越个别现象的普遍规律ꎬ通过逻辑演绎来说明变

量之间的规律关系ꎬ通过中立观察所获取的数据来验证理论假设ꎬ寻找量化的社会因素

之间的规律关系ꎬ从而揭示社会事务的运作机制ꎮ
而法律经验研究要求对研究对象及其所在的环境有质性了解ꎬ甚至要求进入研究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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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参见侯猛:«社科法学的跨界格局与实证前景»ꎬ载«法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ꎻ侯猛:«前言»ꎬ侯猛编:«法学研究的格局流

变»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ꎮ
参见“社科法学”只是部分学者定义和使用的ꎬ事实上在学界也遭到各种质疑ꎬ包括语词上的ꎬ也包括方法上的ꎮ
参见左卫民:«一场新的范式革命? ———解读中国法律实证研究»ꎬ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ꎮ
参见陈柏峰:«法律经验研究的机制分析方法»ꎬ载«法商研究 »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ꎮ
例如ꎬ基于田野调查形成数据进行量化分析ꎬ量化分析会反馈服务于田野调查ꎬ最终为了更好地进行质性把握ꎮ 参

见李娜:«守法作为一种个体性的选择———基于对建筑工人安全守法行为的实证研究»ꎬ载«思想战线»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参见黄宗智:«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ꎬ载«开放时代»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ꎻ赵鼎新:«社会科学研究的困

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ꎬ载«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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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和相关主体的精神世界ꎬ要求对法律现象相关关联因素全面把握ꎻ强调研究者的经

验质感ꎬ强调研究者对法律问题的质性理解ꎮ 这与受实证主义影响的实证研究方法有

所区别ꎮ 费孝通曾指出ꎬ传统“主客二分”的实证主义方法论ꎬ无法把握中国社会的日常

生活世界的“理”、“心”和“性”等ꎬ而诸如儒道这些中国的社会思想影响中国社会数千

年ꎬ确实起到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作用ꎬ却无法用现代主流的社会科学方法加以研究ꎬ
因此需要找到“与古人跨越时间和历史交流的手段”ꎬ需要从社会科学知识论和方法论

的角度ꎬ扩展社会科学的传统界限ꎮ􀃊􀁎􀁚 法律经验研究强调研究者的经验质感ꎬ要求研究

主体进入研究对象的精神世界ꎬ从而可能克服传统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缺陷ꎮ
法律实证研究与法律经验研究ꎬ在任务上是一致的ꎬ都是需要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对

法律实践现象作出因果解释ꎬ但在方法上存在差异ꎬ这源自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与阐释

主义分歧ꎮ 应该说ꎬ任何研究方法都有其优势ꎬ也有其劣势ꎬ并不存在所谓天然更好的

研究方法ꎬ但面对不同问题时有更合适的方法ꎮ 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ꎬ既存在学术范式

上的竞争关系ꎬ也有不同问题适宜不同方法的分化ꎮ 无论运用何种方法ꎬ有说服力的研

究才能在学术市场上获得认可和竞争优势ꎮ
法律经验研究从研究体验出发ꎬ从调研经验中分析事物的内在联系ꎬ分析现象或要

素之间的关联和作用机制ꎬ其中最主要的是因果关系ꎮ 它要求研究者建立良好经验质

感ꎬ对研究对象的精神世界有深入理解ꎬ在对研究对象及相关现象透彻理解和把握的基

础上ꎬ对要素、现象、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判断ꎮ 法律经验研究的具体方法包括参

与观察、深度访谈、实验等ꎮ 当今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ꎬ法治建设在转型社

会中探索前行ꎮ 这决定了法学研究需要对作为法治基础的转型期社会性质ꎬ以及法治

进程中丰富复杂的法律现象做出质性判断ꎬ尤其是常常需要在很短时间内、有限资源投

入的前提下做出精准的质性判断ꎮ 此时ꎬ法律经验研究有其用武之地ꎬ往往也更加有

效ꎮ 即使有足够的时间、更多的资源投入研究ꎬ但在实证研究之前ꎬ往往也需要必要的

观察和判断ꎬ法律经验研究因此必不可少ꎮ
法律实证研究以法律规范为参照ꎬ通过逻辑演绎来说明变量之间的规律关系ꎬ通过

中立观察所获取的数据来验证理论假设ꎬ用数据统计方法分析法律现象中的数量关

系ꎮ􀃊􀁎􀁛 法律实证研究强调针对研究对象收集较大范围内的样本和数据ꎬ根据大样本数据

的分析得出结论ꎬ阐述因果关系ꎮ 在当今越来越复杂的数据化社会ꎬ很多法律社会现象

的因果关系ꎬ很难通过通常的观察 －判断或假设 －验证模式得出结论ꎬ而涉及到大量数

据的处理ꎬ质性认识均建立在数据处理的基础上ꎮ 高度复杂性和高度异质性的社会生

活ꎬ有时适合通过实证研究统计处理ꎬ用可靠的科学方法对之进行计量分析ꎬ通过对较

大范围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和运用ꎬ可能以更加具有科学性的方式呈现法律现象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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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ꎬ载«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ꎮ
法律实证数据的运用ꎬ可参见何挺:«刑事司法实证研究:以数据及其运用为中心的探讨»ꎬ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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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因果关系ꎮ 伴随着互联网所带来的社会形态的变化ꎬ人们在互联网上留下的活动

痕迹和数据ꎬ变得有法律意义ꎮ 这些有法律意义的数据客观上需要进行捕捉、管理、收
集、处理、分析ꎬ从而形成全面、准确、前瞻、科学分析和判断法律现象的基础ꎮ 这给法律

实证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机遇ꎮ 在网络法、金融法等领域ꎬ大数据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和意

义越来越凸显ꎬ法律实证研究方法越来越有效ꎬ也越来越有必要性ꎮ

六、挑　 战

总体上说ꎬ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法律实证研究ꎬ􀃊􀁏􀁒加上不断壮大的研究群体的推动ꎬ
法律实证研究呈现出上升的发展趋势ꎬ相应的文献数量和比例较之前都大大提高ꎮ 而

且ꎬ法律实证研究在学术市场上显露出有效的竞争力ꎮ 统计分析显示ꎬ法律实证研究成

果呈现上升的趋势ꎬ且形成了较大的知识市场ꎬ法学核心期刊和课题基金项目对于“实
证研究”接纳程度也更高ꎮ􀃊􀁏􀁓 然而ꎬ学术成就绝不是以数量来衡量的ꎬ也不是以学术市场

上课题经费的获取为标准ꎮ 坚实的学术立场、新颖的理论范式、可行的方法进路、有效

的问题回应策略、可持续的发展脉络ꎬ才是衡量学术研究成就的重要标准ꎮ
在理论和方法方面ꎬ目前的法律实证研究并未获得认可ꎮ 强世功指出ꎬ它缺乏统一

集中的理论范式或问题意识ꎬ呈现出一种分散化的研究取向ꎮ 法理专业的研究者较多

关注的部门法的剩余范畴ꎬ对部门法的具体问题把握不够ꎬ而且常常受到理论框架的预

先束缚ꎬ而部门法的研究者过分关注具体问题却忽略了对理论问题的思考ꎮ “缺乏更大

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ꎬ变成了在研究问题对象化之后的专业操作ꎬ许多研究往往是用

经验数据或田野故事包装出来的、千篇一律的学术工业品ꎮ”􀃊􀁏􀁔他将目前困境的原因归结

为法律教育体制所造成的隔离ꎬ法律实证研究者缺乏人文社科理论的系统训练ꎬ受制于

专业壁垒ꎬ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主要基于个人兴趣摸索ꎬ因此在理论上难以进一步提

升ꎮ 同时ꎬ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在法律实证研究中未能真正共享问题ꎬ丧失对话的能力

和基础ꎮ
这一批评无疑是有力的ꎮ 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兴起已有三十多年ꎬ至今每年产生大

量作品ꎬ但同时面临着知识生产内卷化的困境ꎬ知识增量和理论创见远远不够ꎬ真正运

用实证研究方法在把握法律实践机制上有所创新的研究成果很少ꎮ 类似的问题ꎬ世界

多国都曾面临或正在面临ꎮ 英国的法社会学研究ꎬ同样呈现出分散性和碎片化ꎬ未能发

展出有影响力的理论和方法ꎬ跨学科方法似乎成为各个学科的边缘地带ꎬ实证研究日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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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节不涉及法律实证研究的分化ꎬ因此还是广义上使用法律实证研究ꎬ它既包括狭义的法律实证研究ꎬ也包括

法律经验研究ꎮ
参见程金华:«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证研究»ꎬ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强世功:«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困境与出路»ꎬ载«文化纵横»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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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ꎮ􀃊􀁏􀁕 美国也不例外ꎬ弗里德曼曾批判法律与社会运动:“除了老生常谈的怀疑主义之

外ꎬ它似乎没有什么贡献ꎬ其最核心的意涵是ꎬ一切都是相对的ꎮ 偶尔也出现一些宏大

理论ꎬ但它们并没有生命力ꎬ而被个案研究蚕食ꎬ缺乏精髓ꎮ”􀃊􀁏􀁖而当前的权力 /不平等范

式下ꎬ美国法律社会学产生了大量实证研究成果ꎬ理论核心却越来越单薄ꎬ少有突破ꎮ􀃊􀁏􀁗

法国似乎有些例外ꎮ 二战以后ꎬ法国法社会学研究虽然呈现出多元化ꎬ但根植于大陆法

系和中央集权传统ꎬ这些研究趋同于以政治化视角审视法律的问题ꎬ关注“政治司法化”
“司法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律师的公共政治身份”等问题ꎬ发展出“关于法律的政治社

会学”的理论范式ꎮ􀃊􀁏􀁘 中国的“政治 －法律”关系结构与法国有类似之处ꎬ法律实证研究

可能从中汲取经验ꎮ
与法律社会问题的研究需求相比ꎬ法律实证研究做得远远不够ꎮ 如何回应法治实

践、书写未来图景ꎬ这是法律实证研究所面临的时代任务ꎬ以下几个方面恐怕难以回避ꎮ
第一ꎬ多学科的理论视野ꎮ 很多人容易把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对立起来ꎬ这完全是

一种误解ꎮ 其实理论视野对于实证研究极为重要ꎮ 在田野调查研究中ꎬ面对杂乱无章

的经验现象ꎬ如果没有丰富的理论视野ꎬ根本就提不出问题ꎻ如何提问ꎬ如何切入问题ꎬ
都取决于调研者的理论准备ꎮ 在定量研究中也有类似问题ꎬ面对海量的信息ꎬ没有有效

的理论视野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收集有用的数据ꎬ也不知道通过何种方式去抓取数据ꎬ
更不知道如何用模型去分析数据ꎮ 目前ꎬ大数据法学研究的学者已经感受到这种问题ꎬ
在丰富的大数据面前ꎬ缺乏开发有法律理论意义的数据的能力ꎮ􀃊􀁏􀁙 而且ꎬ实证研究的问

题很难说单纯属于法律或法学问题ꎬ无疑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ꎬ视野越多ꎬ看待问题

就越是多面ꎬ就越能得出有效的判断ꎮ 部分由于这个原因ꎬ强世功主张从“法律与社会”
研究转向“法律与公共政策”研究ꎬ不仅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获得理论资源ꎬ
更需要从哲学、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等学科中吸取理论营养ꎮ􀃊􀁏􀁚 如此ꎬ可以把微观描述

与宏观理论思考结合起来ꎬ把部门法的规范与其作为公共政策的政治导向和后果分析

结合起来ꎬ把法律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结合起来ꎮ
第二ꎬ面向中国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ꎮ 法律实证研究的问题意识应当来源于中

国社会生活和法治实践ꎬ研究者需要保持理论自觉ꎬ从实践出发提中国的法治理论ꎮ 费

孝通晚年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自觉”问题ꎬ他指出“充满‘东方学’偏见的西方

现代化理论ꎬ常成为非西方政治的指导思想ꎬ使作为东方‘异文化’的西方ꎬ成为想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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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勤华、李琴:«英国法社会学研究 ７０ 年»ꎬ载«法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ꎮ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３８(３)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７７９(１９８６).
参见刘思达:«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的兴起与批判»ꎬ载«交大法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杨帆:«法国法社会学的发展与转型»ꎬ载«法学家»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钱宁峰:«走向“计算法学”:大数据时代法学研究的选择»ꎬ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前引􀃊􀁏􀁕ꎬ强世功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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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发展的前景ꎬ因而跌入了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的陷阱ꎮ”􀃊􀁏􀁛在他看来ꎬ
实现“文化自觉”的关键在于田野调查ꎬ这与法律实证研究是相通的ꎮ 只要是以中国社

会实践为出发点ꎬ实证研究的田野无处不在ꎬ法律的存在、运作或产生影响之处都可以

是法学研究的“田野”ꎮ􀃊􀁐􀁒 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法治实践ꎬ无疑会为研究带来丰富的

素材ꎮ 从中国实践出发建构的法学和法治理论ꎬ需要充分理解中国法治展开的宏观背

景、资源条件、政治架构、制约结构、社会基础等ꎬ理解中国法治各具体环节的实践过程、
机制、后果、制约条件等ꎬ对它们进行提炼和概括ꎬ揭示出重要的结构、因素和机制ꎬ并有

相当程度的概念化、体系化、理论化ꎮ 这种理论对内可以在意识形态、政法构架、法治策

略、治理技术、话语模式等方面为中国法治建设建言献策ꎬ对外很可能溢出中国的范围ꎬ
为世界法治和法学理论发展做贡献ꎬ为其他国家法治发展提供选择性方案ꎮ

第三ꎬ多层次学术共同体的建设ꎮ 现代社会科学的卓越贡献ꎬ已经不是一个人所能

独立做出的ꎬ常常需要学术共同体的长期努力ꎮ 法律实证研究的突破ꎬ可能需要多层次

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努力ꎮ 既要有具体地域和大学里着力于某一主题和领域的小共

同体ꎬ这些小共同体如果取得成功便可能成为学派ꎻ也需要国内外相同研究方法和旨趣

的松散联合体构成“无形的学院”ꎬ如发起社科法学运动的“社科法学连线”ꎻ还需要在

法学学术圈乃至社会科学学术圈内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和学术共同体ꎬ如社科法学与法

教义学基于对话而构成的共同体ꎬ或者法学学者与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学者

基于相同研究领域而建立的共同体ꎮ 这与西方各国法社会学发展经验相契合ꎮ 例如ꎬ
法国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开始形成清晰的学术共同体ꎬ著名学者在不同大学创办研

究中心ꎬ共同成立松散的组织“法社会学与法律规范学连线”(后来升级为“法国法律与

社会协会”)ꎬ并组织“欧洲法律与社会网络”ꎬ创办同人刊物«法律与社会»ꎬ召开全球性

学术会议ꎬ出版了系列出版物ꎬ极大地推动了法国法社会学的发展ꎮ􀃊􀁐􀁓

不同层次的共同体有着不同的功能ꎬ以某一大学为中心形成的小共同体处于基础

性地位ꎬ也许也是最重要的ꎮ 美国社会学之所以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长期独占鳌头ꎬ相
当程度上就是因为存在一代代的学术流派ꎬ如芝加哥学派、哈佛学派、哥伦比亚学派、符
号互动论者、冲突论者ꎬ等等ꎮ 以芝加哥社会学派为例ꎬ潜藏于学派繁盛表象之下的是

学派在组织上、智识上、立场上的共识ꎬ这些构成了学派凝聚与维系的根基ꎬ也是学派作

为一个知识共同体存在的根源ꎮ􀃊􀁐􀁔 这些都非常值得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借鉴ꎮ 同时ꎬ芝加

哥学派理论与经验结合的学派特质ꎬ也值得目前阶段中国的法律实证研究学习ꎮ 当前

兴起的法律实证研究仍然较为“业余”ꎬ如何探索有效的研究路径ꎬ聚合力量建立联系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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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我对自己学术的反思»ꎬ载«读书»１９９７ 年第 ９ 期ꎮ
参见王启梁:«法学研究的“田野”»ꎬ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前引􀃊􀁏􀁙ꎬ杨帆文ꎮ
参见何雨:«社会学芝加哥学派»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第 ４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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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学术团队ꎬ形成稳定而有延续性、有生命力的学术传统ꎬ不因个别人学术兴趣转移

而中断学术传统ꎻ如何在实证研究中进行跨学科交流协作ꎬ保持有效沟通和研究合作ꎬ
塑造良好的学术环境ꎬ成就积极向上的学术共同体ꎬ这些还需要持续深入的进一步

探索ꎮ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ｉｎｃｈｏａｔ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ａ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ｔｅｒꎬ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ｕｔ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ｓｔｒｏ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ｆｏｒｍ 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ｉｃ ｓｃｅｎｅꎬ Ｓｕ Ｌ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ｓｅｔ ｏｆｆ 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 ｉｔ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ａｂｌｅ ｔｏ ｆｏｒｍ 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ｒｏｐｉｓｍ.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ｌｙ ｂｙ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ａ ｗｉｄｅｒ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ｓｓｕｅｓꎬ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ａ ｒｉｃｈｅ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Ｂｕ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ꎬ ｉ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ｓ ｉｎ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ｉｔｈ ｕｎｅｖｅ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ꎬ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ｄｕｅ ｔｏ 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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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实证研究的兴起与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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